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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盖伦

今年 2月，李晴在一个叫三明治的平台上，写下了她

举证学生作弊的大概经过。

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是因为听过不止一位老师感

慨，面对学生的违规行为，他们很难下得了手处理。怕折

腾，怕麻烦，更怕学生受不了打击想不开。

毕竟，课程论文抄袭、剽窃，考场上做些小动作，在一

些人看来，是小事。好像没必要太较真儿。

在我过往采访过的人中，张及晨是一个相当较真的

人。他持续举报过某个比赛的不合规。为了举报，他还

专门去过一趟外地的教育局。

他是一名在美国念书的留学生，一直密切关注国内

高校学术道德建设。我把李晴的故事告诉了他，问他，在

你们学生看来，作弊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吗？

张及晨跟我分享了他的小故事。

美国高校对于学术诚信要求相当严格。张及晨说，

他们的物理老师就明令禁止做作业时抄课本的参考答

案，也明确界定了抄答案就是作弊行为。不过，还是有个

别同学耍小聪明被抓住。至于为什么被抓住，原因也很

戏剧——课本的参考答案中有一些本来就是错的。

今年，张及晨作为助教协助老师批改作业，也抓住了

一些抄答案的同学。虽然只是助教，他们也面临了同样

的纠结——要不要严肃处理？毕竟是大一的学生，上网

课都不容易。初犯的话，给个单次作业零分就过去了，但

看到一些“不知悔改”的惯犯，他们还是会交给老师处理。

“任何形式的学术不诚信和作弊行为都是不可容忍

的，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都明确了考试作弊的概念。”

张及晨很肯定地说，这不是小事。

他看过李晴写的那篇第一人称的文章，也看出李晴

受到了巨大压力。“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其实没有太多

的模糊空间。有些时候，压力其实来自身边的人，甚至是

家人。”

他为李晴的坚持不懈点赞，他也佩服她。社会的公

平需要每一个人去维护，毕竟受益的会是多数人。“小孩

子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很多人都会有“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事不关己”这种心态。“但是有些事，你不挺身

而出，可能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他说。

2018 年，北京大学曾发生一次引人关注的事件。因

在多场期末考试中存在作弊行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

工程学院 7位本科生被予以留校察看和记过处分。

我还记得当时网上流传着学院教授裴坚的一段发

言：如果老师对此事放任不管，如果耍小聪明的人比走

正道的人拿到了更多好处，那么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在

干什么？

我写了篇评论，感谢这些老师和学生的较真儿。多

一些较真，才能离风清气正更近一步。而且，即使是被惩

罚的学生，也并非只是单纯的利益受损者。他们及时被

老师拽回了正轨，如果就此学会了敬畏规则，他们仍有光

明的未来。

优良学风是大学立校之本。诚信是底线，错了要担

责，这些本不必成为新闻。

因为见过较真儿的人，我想，愿意捍卫和守护那些虚

无东西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他们会纠结，也会想退缩；

他们会受到压力，也会遭到质疑。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那些潜在的同路人，可能就会发现彼此，从而更加坚定地

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

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李晴清晰地记得抓住学生宋进作弊时的情景。

最后 一 门 期 末 考 试 结 束 ，宋 进 交 卷 ，准 备 离

开。李晴站在教室后排监考，发现了他一个微小的

动作——宋进用手指拿着口罩，擦拭了桌面。

她和另外一位监考老师一起，走到宋进的考试课

桌前，桌上还有残留的字迹。那位老师确认，这是刚才

这门考试科目的相关内容。李晴留存了证据。她又调

出了监控录像——教室内的摄像头也完整拍下了宋进

考试前一小时在桌面上抄小抄的过程。

李晴整理了所有材料，提交给了学校医学部教务

部门。这是一所位于北京的著名高校。

她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只是，在她亲手开启举报程序后，几乎每一个人，

都在跟她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为举报学生作弊，李晴押上了时间、精力，甚至是

人身安全。她拿出“我好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勇气，

去维护心中的“信仰”。世界分对错，她要一个公道。即

使，这个公道于她个人，并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

在几个月的拉锯后，一切终于告一段落。学生受

到了处分，李晴的生活也暂时回归平静。

但李晴总感觉还没有结束。“为了这个事，就算他

要跟我打十年官司，我也奉陪到底。”

“抓”住那个作弊的学生

李晴在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工作。该医院也是北

京某著名高校医学部的临床教学医院。从 2019 年

起，李晴开始在医院教育处工作，成为这些本科学生

在医院的临时班主任。

2020年 2月，李晴迎来新的一批该校医学部 2017

级某专业学生。她喜欢这所学校的学生，他们认真、

刻苦，有追求也有想法。

但在考试现场抓到该校学生宋进作弊，李晴并不意

外。在她印象中，这不是宋进第一次考试出状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直到2020年8月底，学生在

医院的考试季才拉开序幕。考试季开始后不久，李晴

就接到了两次学生发来的有关宋进考试作弊的举报。

再后来，李晴目睹了一次宋进有疑点的行为。

那是倒数第二门期末考试。开考后约半小时，宋

进要求上厕所，过了十多分钟后回到座位。“回座后，他

写试卷的速度明显加快。”李晴觉得不对劲，进入男厕

查看。她发现厕所蹲位内的挂钩上，有一个黑色书包。

李晴打开了它。里面的资料显示，这个书包是宋

进的。

她向学校教务部门反映。对方告诉她，她没有亲

眼看到宋进在厕所内翻看资料，如果要指控学生作

弊，证据还不足。

李晴表示理解。学校对类似事件的处理经验比

她更丰富，确认学生作弊，证据必须完备。

考试季中，李晴常能看到学生在教室里通宵熬

夜。如果真有学生作弊，对其他辛苦复习的同学来

说，太不公平。

学生们的最后一门期末考试是在 2020 年 10 月。

在那次考试中，李晴发现了宋进作弊，也成功保存并

递交了证据。

根据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

许多高校考试工作与学生纪律管理规定，考试作弊都

是被明令禁止的。

学生受到的惩罚，视情节轻重，可以从警告、记

过、留校察看到开除学籍不等。评优评奖和保送研究

生，也会一并受到影响。

在李晴的生活圈中，对她的举证行为给予明确支持

的，满打满算，只有3个人——她的丈夫、她所在医院的

一位领导，还有她大学时非常信赖的一位老师。

其他人并非反对，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去惹麻烦。

算了吧，何必为了这件事得罪人？

李晴后来以第一人称写下过这段经历。那篇文

章下，有人评论道：道义上我支持你，但现实中，我会

远离这些事。

李晴知道，很多时候，人更愿意隔岸观火，不想引

火烧身，更不想冲出去，当一个靶子。

李晴只是在履行一个班主任、一名监考老师的职

责，举报学生作弊是她的权利，也是她的义务。但是，

一旦举报了，压力就接踵而来。

她说，她维护的是一些看起来虚无缥缈但是至关

重要的东西。那是她的信仰，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

还有那些年轻的高校学生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如果老师总是嘴上跟学生讲着要守规矩，分对

错，行动上却往后缩，还有什么说服力？那会让我看

起来像个懦夫。”而且，“这所学校不一样”。李晴再三

强调，在中国的标杆性学府内，风气必须被肃清。也

正因为这是名校，她相信，事情会得到公正地解决。

根据宋进所在学校的规定，院系在收到学生违纪

作弊材料后，对学生考试违纪作弊等违背学术诚信的

情况进行查证核实，告知学生拟作出处分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以及学生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

生的陈述和申辩。

宋进在收到处分通知书后，写了申辩材料。李晴

也看到了。整整 12 页材料，语气冷静而恳切。“应该

出自专业律师之手。”

申辩材料指出，李晴的动机有问题，处理此事时

违反了流程。她靠着欺诈手段不正当地获取了证据，

并刻意向校方隐瞒实情……

这是李晴第一次直面一名学生的反击。言辞犀利

的申辩书，矛头也直指她的人品道德。读着这份材料，

李晴哭了。“我突然就开始掉眼泪，我特别特别害怕。”

那时，从医院同事到学校的老师再到家人，都在

叮嘱李晴，你要注意安全。

他们担心学生会采取极端手段打击报复。

2021 年 1 月 22 日，李晴去往学校，以当事人的身

份，参加宋进的申诉会。

此前，李晴将所有的证据全部传送给相关部门做

了一次备份，并又撰写了数千字的事实陈述材料，签

上自己的名字，发给另一位同事。意思是，如果发生

了我不能到场的情况，你要替我念出来。

“要是怕得罪这个，怕失去那个，你当然不敢往前

走一步。我想过了，我好像都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

李晴说，“比起忐忑，我更无法接受坐视不管引起的良

心不安。”

申诉会上，校方只是再次确认了一些证据，李晴

担心的“反转”并没有发生。校方之后驳回了宋进的

申诉，维持了对宋进的作弊处罚决定。

走出申诉会现场时已经是中午，距离她举报也已

经过了几个月。李晴如释重负，又有了想落泪的冲

动。那是一种感动与释然交织的复杂情绪。

李晴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学生还可以上诉，

申辩，这是他的权利。但是，就算这事要一直拖下去，

一直牵扯她的精力，她也不怕。“这是我 2020 年做的

最勇敢的事情。”她感叹。

老师抓作弊，压力大，怕报复

确实，举证学生作弊，并不容易。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王林、李奇曾对监考

老师做过一次访谈。老师坦言，举证学生作弊的处理

手续特别繁琐，心理压力大。而且，如果没有保留好证

据，就得和学生扯皮，甚至打官司。“作弊证据不足，处

理作弊事件所承受的焦虑与压力”和“害怕学生报复与

指控”是教师忽略学生作弊的主要原因。

一些调查研究，或许可以为高校学生作弊行为勾

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在多个实证研究中。担心不及格和为了评优评

奖，是大学生自诉的作弊主要动机。研究也同样发

现，大学生的学习目标取向功利，部分大学生对考试

作弊的容忍度过于宽容。

2017年在上海进行的一项涉及 1400余人的问卷

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学生认同期末考试中存在作弊

现象；对于作弊，大部分人是态度上明确反对，但行为

上多不作为。2016 年，武汉大学博士生赵癸萍选择

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 7所高校（包括职业院校）

的 1100 余名学生作了一次问卷调查，超过一半的学

生认同周围有作弊现象。2009 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

开展的本科生学术道德调查表明，12.9%的学生承认

自己在考试中有作弊行为。

作为一名老师，李晴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品质，而

非成绩。但是，她也能深刻感到名校学生对成绩的重

视。“很多人对学习成绩的认知是扭曲的。他们也许

不爱学习，但就是要考高分。”因为考试而焦虑、抑郁，

因为成绩而疲于奔命，在大学特别是名校，这一现象

依然普遍存在。毕竟，成绩和评优评奖、出国保研等

学生个体前途紧密挂钩。

也可以找找作弊的外部因素。华中师范大学研

究生郭婷婷的硕士学位论文显示，近三成的被调查学

生认为，作弊原因是学校的诚信教育力度不够；也有

近四成的学生认为，监考老师疏于监管，没有履行应

尽岗位的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研究

员段伟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学生太过追求绩点，从

学生到家长，往往都是从功利角度而非对错性质来考

虑问题。而且，教师制止学生违规行为的动力也不

足。段伟文分析，老师有科研任务，还要靠学生评分，

学生也可以举报老师。因此，很难指望所有老师都愿

意去跟学术不端或者抄袭、剽窃、作弊等行为做斗

争。“这就是现实。确实普遍的心态就是‘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段伟文说。

抓作弊是“技术活”，教师需要得到指导。王林、李

奇在前文提到的研究中引用国外的经验指出，学校应

该加强对教师应对学术诚信问题的培训，比如详细解

释学校的学术诚信政策，教会教师如何收集作弊证据、

在申诉会上如何举证等。对那些很好地处理了学生作

弊行为的教师，学校应该给予表扬——这是对他们为

维护学风和学术诚信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的肯定。

诚信教育，一个文化问题

其实，高校对学生的纪律管理都有详尽的规章制

度。段伟文说，只是，由于担心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

有时高校和老师也会“高高拿起，轻轻放下”。

对类似作弊这样的不诚信行为，除了事后惩罚，

也要加强事前教育。

但是，加强诚信教育，则是一个更为复杂和系统

化的课题。

它不仅有关课程如何设置，纪律如何要求，它更

有关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对研究的态度，有关实事求

是的科研诚信文化的建设。学生需要在一个良好的、

重视诚信的文化中得到熏陶。如果他们看到的就是

马虎敷衍，感到的就是急功近利，学生也很难自觉绷

紧诚信这根弦。

段伟文说，真正的问题，不是高校对诚信强调得

不够，而是诚信文化的根基太过薄弱。在一些人眼

里，做学问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科学精神还没有真

正成为高校开展教学和研究的指南针。“一些学校和

老师忙着经费、项目、帽子，盯着薪酬，就业率等面上

的量化指标，但在科研诚信和科学精神方面的认知不

足，对它的重要性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强调。”所以，有

些大学生对诚信、对科学精神的认知，其实是模糊的，

对自己的行为，也是迷茫的。

“诚信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契约。我们建立高等学

校，是期待并相信高等教育能够担当起为社会培养人

才的重任。”段伟文表示，教师要诚实地做研究，学生要

诚实地学习，只有这样，他们做的事情、产出的成果，才

能够为学术共同体所接受。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也

才能对学术共同体负责，对社会负责。学术共同体在

尊重诚信的共识下，才能够继续共同地去探索科学。

也就是说，用诚信的文化滋养学生，向社会输出诚信的

人才，本来就是高校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这，本不是小事。

（文中李晴、宋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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